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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Vit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Mechanisms in Beijing's Commuting
Circle: A Gradient Theory Perspective
JIANG Yuxiao, LU Yi, YUN Yingxia, REN Lijian

Abstract: Urban vibrancy research has receiv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however,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city scale, with only

a few adopting a cross-jurisdiction perspective. Using Beijing commuting circle

(BCC) as an case, this study utilizes Tencent LBS data to construct urban vitality

metrics, aiming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vital‐

ity.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tidal footprint of vitality, BCC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adients of high- , medium- , and low-vitality zones based on the tidal foot‐

print, a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zone are explored. Additionally,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s (SEM and SLM) are us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mpact mecha‐

nisms of urban vitality in different gradient zones. The key findings can be summa‐

rized into four points: Beijing, Tianjin, and a few other urban centers form a multi-

centric pattern of urban vibrancy within BCC. Using Tiananmen Square as the cen‐

ter, we divide BCC into three gradient zones with radius thresholds of 8-22 km,

32-68 km, and 94 ⁃ 134 km, respectively. Except for the Olympic area, the energy

level of vibrancy center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gradient level and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tent of their hinterland. Except for road density and land

use mix, which exhibit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e vitality level in all

gradient zones, urban vitality is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factors in different gradient

zone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targeted plan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based on the vitality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Keywords: urban vibrancy; gradient theory; Beijing commuting circle; built environ‐

ment; impact mechanism

城市活力以其在城市韧性、社会可持续性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积极影响而受到城市

研究学者[1-4]的广泛关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交通拥堵、职住不平衡等大城

市病逐渐凸显，导致部分地区城市功能与活力水平不匹配，城市活力在城市内部及城市

之间分布失衡[5]。为解决上述问题，学者们建议通过规划手段增强城市活力，例如，增

强街道美感[6]、增加公共空间[7]、建立步行友好街区[8]等。

尽管学者对于城市活力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街道或城市层

面[1, 3]，对于跨行政区尺度的研究较少。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间的联系打破

了城市的行政边界[9]，突出表现为以通勤行为为主的空间联系[10, 11]。这也诱发了新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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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城市活力研究受到城市科学多

个领域的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

集中于城区尺度，鲜有跨行政区尺度的

活力研究。利用腾讯位置服务（LBS）数

据，以北京通勤圈为例，通过构建城市

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多维度

空间格局；依据活力潮汐足迹，划分北

京通勤圈的活力梯度，并探索不同梯度

地区的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利用空间回

归模型进一步研究不同梯度地区城市活

力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北京通

勤圈形成了“一主一副多点”的活力空

间格局；以北京中心城区为中心，划分

高中低三个梯度区，其半径阈值分别为

8—22 km、 32—68 km 和 94—134 km；

除奥森片区外，梯度水平与活力中心能

级成正比，与其腹地范围成反比；除道

路密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在各梯度地区

都与活力水平显著正相关外，不同梯度

地区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不同。通过揭

示不同梯度地区的活力水平及其影响机

制，可以从区域结构、城乡融合、交通

组织、设施配套等方面提出更精确的规

划策略，从而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城市活力；梯度理论；北京通

勤圈；建成环境；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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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需求，即从都市圈或通勤圈视角探索

区域内的活力分布特征与影响机制。

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

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明

确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

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

心、以1 h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

间形态[12]。这表明城市通勤圈不仅是城

市居民从居住地到工作地往返的地理范

围，而且包括这个范围内的居民、经济

活动、社会关系以及交通网络等多种元

素[13]。以北京通勤圈为例，随着京津冀

综合交通系统的不断完善，部分在北京

工作的居民选择居住在住房成本较低的

环京地区。因此，仅研究北京市中心城

区的城市活力无法准确反映北京市域内

的居民活动状态。通过以北京通勤圈为

研究范围进行城市活力研究，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和把握北京市及其周边地区的

关系，全面理解居民的生活方式和节奏。

此外，通过中微观尺度研究北京通勤圈

的城市活力时空模式与影响机制，可以

揭示区域内空间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

进行有针对性的功能空间组织优化[9]。
“梯度”是指事物存在空间分布不平

衡或发展阶段不统一的现象，其空间分

布一般沿着一个方向递增或者递减[14]。
就都市圈或城市群而言，由于政策、产

业、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形成极化效应，

都市圈内部形成活力高梯度地区。伴随

着中心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过度集

聚引发城市问题[15]，导致部分居民转移

与活力外溢，这一过程中区域内形成不

同的活力梯度。然而，不同的活力梯度

如何识别？活力梯度具有怎样的空间布

局形态？不同活力梯度区的影响机制是

否相同？这些问题尚不清楚。

因此，科学划分区域活力梯度，探

究不同梯度水平下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

对于感知跨行政区域的城市居民活动水

平、激发区域活力有积极作用。本研究

以北京通勤圈为例，基于腾讯LBS数据，

采用分析活力潮汐足迹的方法在跨行政

区尺度上对城市活力进行梯度划分。同

时，探讨研究区域内城市活力的时空分

布结构，识别区域内活力中心及其所属

梯度范围，并探讨不同梯度水平下建成

环境要素对于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通勤圈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形态，它

是由高速铁路走廊、高速公路网络以及

交通枢纽和产业布局共同构成的。参照

这一概念，本文所界定的北京通勤圈，

是指与北京市域空间范围存在1 h通勤联

系的周边地区。考虑到相关政策制定的

有效性主要适用于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

因此，本文选取完整的区县行政单元，

最终将北京通勤圈范围确定为北京市、

天津市全域，以及河北省保定市、承德市、

廊坊市、张家口市部分区县（图1），研究

范围面积为 63 111.82 km²，常住人口为

4833.45万人（2020年）。

本研究中的北京通勤圈范围，远远

超出北京市中心城区范围。为了更准确

地研究北京通勤圈内的人口跨行政区流

动，并适应数据获取的空间粒度限制，

本研究选择使用覆盖北京通勤圈的2 km×
2 km方格网作为基本分析单元，以取代

原来的区县行政单元[16]。
在研究基本单元构建中，通过使用

2 km×2 km的方格网为单位对数据进行汇

总，将研究区域内数据量为 0的网格

（主要是森林、农田或大型自然保护区）

剔除后得到 10 551个网格。每个网格都

汇总了腾讯用户活动的数量，以表征该

表格的城市活力。

1.2 研究方法

1.2.1 活力空间格局探索：构建活力测

度指标

使用腾讯 LBS数据衡量北京通勤圈

城市活力。以1 h为采样周期，运用腾讯

API接口，对研究区内的采样点进行连续

5个工作日（2019-04-22—2019-04-26）
的数据收集。考虑到午夜后手机数据的

准确性问题，保留了早上6:00到24:00之
间的数据。数据集包括采样点 ID、采样

点坐标、18个时间戳的人类活动数量

（表1）。取5个工作日的均值作为该采样

点18个时间戳的平均人类活动数量。

图1 北京通勤圈区位概况
Fig.1 Study area of Beijing commuting circle

采样点 ID

1
2
…

10550
10551

采样点坐标

经度

116.2111
117.8626

…

116.6532
117.3816

纬度

40.0615
39.1866

…

40.0681
39.3224

每个网格中18个时间戳的人类活动数量（6:00至24:00）
06:00
0
2

…

11
0

07:00
4
0
…

3
3

08:00
0
1

…

12
1

…

…

…

…

…

…

22:00
3
1
…

0
5

23:00
0
3
…

5
7

24:00
0
5

…

15
2

表1 北京通勤圈一天腾讯LBS原始数据
Tab.1 Raw Tencent LBS data of study area for one day

资料来源：腾讯位置服务（2019年 4月）

51



2023年第 6期 总第 280期

为了全面地探索城市活力的空间分

布模式，基于收集到的人类活动数量构

建五个城市活力指标，即平均活力水平、

城市活力稳定性、日间活力水平、夜间

活力水平和昼夜活力潮汐，见表2。
1.2.2 活力梯度识别：活力潮汐足迹

参照城市热岛足迹概念，提出活力

潮汐足迹分析[17]。活力潮汐足迹表征区

域内城市活力发生的空间范围，完整而

连续地反映了城市昼夜活力潮汐的空间

分布特征。城市中心城区昼夜活力潮汐

值为正，且潮汐效应由中心城区向四周

逐渐减弱，因此本文选取北京市中心城

区的中心天安门作为活力潮汐足迹中心，

以2 km为间隔，建立多个同心圆覆盖整

个研究区，统计每个同心圆内所有网格

昼夜活力潮汐值（VT）之和，并建立同

心圆半径与昼夜活力潮汐和之间的关系，

将昼夜活力之和归零的范围定义为活力

潮汐足迹。同时，根据昼夜活力潮汐和

与半径之间关系的变化，确定北京通勤

圈城市活力梯度。活力潮汐足迹计算公

式如下：

ì

í

î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r1 = 2
A1 = πr21
r2 = 2 × 2
A2 = πr22⋮
ri = 2 × i
Ai = πr2i

(1)

Si =∑
j = 1

m

VT (2)
式 （1） 中，Ai表示第 i个同心圆的面积，

ri表示第 i个同心圆的半径，i = 1,2,3,…,n。式

（2）中Si表示第 i个同心圆内昼夜活力潮汐和，

m表示第 i个同心圆内网格的数量，VT表示网

格中昼夜活力潮汐值。

1.2.3 不同梯度地区的活力特征：活力

中心识别与活力中心腹地测度

通过ArcGIS的邻域分析，对各网格

的平均活力水平进行山顶点提取，将识

别的山顶点网格定义为北京通勤圈的活

力中心，并使用自然断点法将识别出的

活力中心划分成五个不同能级。各活力

中心作为周边区域人类活动的核心地带，

可以通过集聚和扩散效应影响周边地区。

活力中心腹地可以理解为活力中心影响

力的“力场”，不同活力中心腹地的力场

强度不同，场强计算公式[18]如下：

Fij = Zidaij （3）
式 （3） 中：Fij为活力中心 i在区域内网

格 j上的场强；Zi为活力中心 i的平均活力水

平；daij为活力中心 i到网格 j的距离；a为距离

摩擦因数，一般取值2.0[18]。

由于研究区内任一网格 j都受到研究

区内各活力中心的影响，通过计算出各

个活力中心的场强并相互比较，可以找

到对网格 j场强影响最大的活力中心，即

可认为网格 j是该活力中心的腹地。

1.2.4 活力梯度影响机制：空间回归

分析

活力梯度影响机制的评估使用了建

成环境研究中经典的 5D框架[19-20]，即密

度、目的地可达性、多样性、设计和交

通换乘距离。在5D框架基础上增加三个

可能影响活力的要素，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水平、经济活动强度和绿化水平，构

成本研究的指标体系（表 3）。POI数据

来自高德地图 2019年POI数据集。道路

密度、公交站点、地铁站点、城际铁路

站点和高速出入口等数据来自 Open⁃
StreetMap地图。由于数据获取限制，本

文参照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使用不同

类型的 POI数据取代《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中的各

类用地数据，通过各类型 POI的熵值，

得到土地利用多样性[20-21]。其中，餐饮

服务 POI代表商业服务类用地，公共服

务设施 POI代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类

用地，居住区 POI代表居住类用地。使

用企业 POI代表区域内第二产业就业分

城市活力指标

平均活力水平（VL)
城市活力稳定性

（CV）
日间活力水平（DV）
夜间活力水平（NV）
昼夜活力潮汐（VT）

指标描述

人类活动数量在18个时间戳（6:00—24:00）的均值，数值越高代表网格中的人类活动越多

人类活动数量在18个时间戳内的变异系数（标准差与均值比值），数值越高代表网格中
活力稳定性越差

日间（6:00—16:00）人类活动数量的均值

夜间（16:00—24:00）人类活动数量的均值

DV与NV的差值，正值表示网格中日间活力较强，负值代表夜间活力较强，绝对值
越大代表差异越大

表2 城市活力指标描述
Tab.2 Description of urban vitality indicators

维度

密度

目的地可达性

多样性

设计

交通换乘距离

经济活动强度

基础设施水平

绿化水平

变量

人口密度

建筑密度

餐饮服务POI
企业POI

公共服务设施POI
居住区POI

土地利用混合度

路网密度

至北京市主要就业中心距离

是否有地铁站

公交站点密度

至最近的城际铁路车站

至最近的高速出入口距离

国民生产总值密度

夜间灯光强度

归一化植被指数

指标描述

每个网格中人口数量

每个网格中所有建筑的总建筑面积

每个网格中餐饮服务类设施POI数量

每个网格中企业POI数量

每个网格中公共服务设施POI数量

每个网格中居住区POI数量

每个网格中上述4种POI的熵值

每个网格中道路长度之和

网格中心距北京主要的就业中心（CBD，中关村，金融街）

的最短距离[24]

每个网格中是否有地铁站，是为1，否为0
每个网格中公交站点的数量

网格中心距离最近的城际车站的直线距离

网格中心距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入口直线距离

每个网格中GDP值
每个网格中夜间灯光值

每个网格中归一化植被指数值

表3 空间回归指标描述
Tab.3 Description of the spatial regression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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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以代表工矿用地。

经济活动强度和人口密度数据均来

自资源环境科学数据注册与出版系

统[22-23]。绿化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数据

分别来自于2019年4月获取的Sentinel-2
遥感图像和 NPP-VIIRS夜间灯光图像。

此外，由于北京通勤圈城市中心区、城

市边缘区及乡村区域的建成环境指标存

在部分差异，在分析过程中根据后续不

同梯度区域进行指标选取。

参照王雪瑞等[25]的研究，首先进行

全局莫兰指数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活

力水平（Moran's I=0.394；p＜0.001）存

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因此，本文采用

两个常用的空间回归模型即空间滞后模

型 （SLM） 和空间误差模型 （SEM） 进

行回归分析，并通过拉格朗日检验进行

模型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y = ρWy + Xβ + ε （4）
式（4）中，y是因变量，X是解释变量的

矩阵，β是系数的向量，ε是随机误差项的向

量。ρ是空间滞后参数，Wy是空间权重的一个

向量。

空间误差模型是处理误差项存在空

间自相关的方法，可以理解为标准回归

模型和误差项的空间自回归模型的组合。

其计算公式为：

y = Xβ + ε，ε = λWε + μ,μ ∼ N (0,σ2 I ) (5)
式 （5） 中：λ是自回归参数，衡量误差

项的空间依赖作用；μ i为随机误差项；σ为标

准差。

2 北京通勤圈活力空间分布特征

2.1 城市活力空间格局

如图2（a）、图2（b）所示，北京通

勤圈活力空间分布呈现“一主一副多点”

的等级结构特征，区域内活力水平展现

出较大的城市间、城乡差异。其中，平

均活力水平（VL）最高的地区主要集中

在北京市中心城区核心区（四环线以内）

和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区 （中环线以

图2 北京通勤圈城市活力指标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vibrancy indicators in Beijing Commuting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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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北京市四环至六环之间的区域和各

区县的核心区也具有较高的活力水平，

外围乡村地区活力水平普遍较低。毗邻

北京市域边界东南部有多个明显的高活

力集聚区，如廊坊市、香河县、大厂回

族自治县、三河市的中心区。研究区

70%以上的区域为低活力地区，发展状

况相对较差。北部区域地形条件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人口的聚集，也进一步影响

了当地的活力水平。

活力稳定性（CV）的空间分布与区

域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从图 2（c）活力

稳定性分布图可以看出，北京中心城区

具有高度城市化、高经济活力、完善的

生活配套等特点，极大增加了北京的人

口吸引力。北京市中心城区及区域内其

他市县的核心区活力稳定性较高（CV＜
0.506），而广大乡村地区稳定性较低，

表明乡村地区全天活力的变化较大。同

时，北京市及北京市外东南方向部分地

区形成连绵的高活力稳定性片区，突破

了行政边界的范围。

图2（d）、图2（e）分别展示了研究

区日间活力水平（DV）和夜间活力水平

（NV）的空间分布特征。总体来说，日

夜活力水平分布与全天的平均活力水平

空间分布特征相似，但北京中心城区核

心区（四环内）的日间活力水平整体高

于夜间活力水平。图 2（f）展示了昼夜

活力潮汐空间分布。活力潮汐高值地区

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中心城区三环线内、

中关村、望京、亦庄及天津市南开区、

和平区、滨海新区的部分区域。低值区

域主要穿插在高值区域周边。此外，环

京区县的中心主要以低值区为主。

2.2 活力梯度分布

都市圈“梯度”往往呈现出圈层特

征，本文以天安门为中心，使用不同半

径的同心圆统计活力潮汐，建立昼夜活

力潮汐之和与半径的对应关系（图 3）。

昼夜活力潮汐之和随着同心圆半径的增

加，先升高再逐渐降低，在110 km处活

力昼夜潮汐正值与负值总和相当，活力

潮汐和为 0，达到北京通勤圈的最大范

围。在此基础上，基于图 3中活力潮汐

足迹折线斜率的变化和北京通勤圈的城

乡过渡特征，可以将研究区划分为 4类
区域，即由中心城区向外依次形成理想

的高中低活力梯度区，距离中心超过

110 km的区域定义为其他地区。具体而

言，昼夜活力潮汐和首先随着半径增加

而增加，对应的同心圆区域内多数地区

白天活力水平高于夜晚活力水平，在半

径 16 km时昼夜活力潮汐和达到峰值。

此后昼夜活力潮汐和逐渐下降，半径 16
km至 60 km的区域，对应的活力潮汐和

经历了先快速下降再放缓的过程，而在

半径超过 60 km时下降速率趋于稳定，

直至半径 110 km处昼夜潮汐和降为 0。
结合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边缘区和外

围乡村地区的空间分布，将 16 km、60
km和110 km确定为划分高中低活力梯度

区临界值。

图 4（a）展示了理想状态下同心圆

模式的城市活力梯度示意图，以天安门

为中心，半径 16 km的圆作为活力高梯

度区，16—60 km的同心圆环作为活力中

梯度区，60—110 km圆环作为活力低梯

度区。考虑到北京市的主要发展方向和

自然地形条件，以同心圆划分梯度可能

无法准确表达北京通勤圈的实际活力分

布。因此，本研究以 8个等分的方向重

复活力潮汐足迹实验，确定各方向的活

力梯度足迹，得到北京通勤圈区分方向

的活力梯度图[图4（b） ]，并根据各梯度

内不同方向的半径大小确定各活力梯度

区的半径阈值。具体而言：高梯度地区

半径阈值范围为 8—22 km，区域包括北

京市三环的全部地区及西南四环至五环

的部分地区；中梯度地区边界半径阈值

图3 基于活力潮汐足迹的至天安门距离与昼夜活力潮汐和之间的对应关系
Fig.3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distance to Tiananmen and sum of day-night vibrancy tide based on vibrancy

tidal foot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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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Vibrancy gradient of Beijing commuting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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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32—68 km，区域半径西南—东北

方向长，其他方向短，除北京市域外，

还包括了涿州、廊坊、北三县的部分地

区；低梯度地区边界半径阈值为 94—
134 km，东南京津走廊半径为最短的 94
km，主要包括了天津市武清区部分区域。

其他方向除北京市域内房山、延庆、平

谷外，还包括了蓟州区以及张家口、保

定和承德市域的部分区域。整体而言，

区域活力水平沿高梯度区—中梯度区—

低梯度区依次递减，高梯度区以高密度

城市建成区为主，中梯度区主要由北京

中心城区外围城市边缘区组成，低梯度

区主要由乡村地区和北京周边区县中心

组成。

2.3 各梯度活力中心及其腹地范围

通过ArcGIS山顶点分析识别出了研

究区内 50个活力中心图 5（a），以平均

活力水平为标准，通过自然断点法将各

活力中心的能级分为 5级（图 6）。奥森

片区活力水平显著高于其他活力中心，

成为唯一的一级活力中心。此区域配套

设施完善，是研究区内居住密度最高的

地区，职住功能集中且相对平衡。二级

活力中心包括了CBD核心区、中关村等

北京中心城区内的不同区域，区域就业

职能略强于居住职能，区域活力水平较

高。三级活力中心由北京中心城区外围

的传媒大学、亦庄、四惠等地区以及天

津市、保定市、张家口市、廊坊市的中

心城区等区域组成，分布较为均衡。四

级和五级区域则以北京市域内外围的区

县中心区和环京部分区县中心区为主，

这类区域主要处于研究区内经济发展水

平较弱的外围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与

北京市人员联系紧密的北三县的活力中

心分别属于四级和五级活力中心，活力

水平较低。

通过分析不同梯度地区内活力中心

的能级分布和影响腹地范围，进一步了

解北京通勤圈内不同梯度地区的活力特

征。在活力中心能级分布方面，研究按

照高中低梯度的划分统计识别的活力中

心，结果如图5（b）、表4所示。总体来

说，各个梯度区域活力中心数量相对均

衡，高梯度区域的活力中心能级较高，

以前三级为主，中梯度区域主要包含了

三级和四级活力中心，低梯度区域的活

力中心能力较低，以五级活力中心为主。

从活力中心腹地范围上看，通过对

于各个活力中心场强的计算，得出各活

力中心的腹地。如图 5（c）所示，各活

力中心边界清晰，基本未出现争夺腹地

的现象。活力能级最高的奥森片区活力

图5 北京通勤圈活力中心及其腹地的识别与空间分布
Fig.5 Identifica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brancy centers and their hinterlands in Beijing Commuting Circle

图6 北京通勤圈活力中心能级水平
Fig.6 Five energy levels of all vibrancy c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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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腹地范围最大，有向北向西扩散的

特征。这种分布特征可能与北京市中心

城区西北缺乏活力中心分布有关。其余

活力中心围绕自身有明确连片的腹地，

活力分布的地区性较为明显。位于东南

部的京津走廊活力腹地分布较为均衡，

而西北部活力中心分布较少。将活力中

心腹地范围按照高中低梯度统计如图 5
（d）所示，除奥森片区腹地较大外，其

余活力中心腹地的大小与其梯度水平成

反比，即高梯度区域活力中心腹地较小，

低梯度地区活力中心腹地普遍较大，中

低梯度区活力中心腹地主要集中于研究

区的东南方向。

3 北京通勤圈活力梯度影响机制

为了探究不同梯度水平下的建成环

境要素与城市活力水平之间的关系，分

别以高梯度、中梯度和低梯度地区图 4
（b）为研究范围，平均活力水平为因变

量建立空间回归模型。通过拉格朗日因

子检验结果，高梯度地区采用SEM模型，

中梯度和低梯度地区选择 SLM模型。分

析结果表明，不同梯度地区城市活力影

响机制不同，土地利用混合度和道路密

度对各梯度的城市活力水平均有显著影

变量

人口密度

建筑密度

餐饮购物POI
企业POI

公共服务设施POI
居住区POI

土地利用混合度

至北京市主要就业中心距离

道路密度

是否有地铁站

公交站点密度

国民生产总值密度

至最近的城际铁路车站

至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入口距离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绿化水平

空间面板模型LM检测

R2
LL
AIC
SC

LM-lag检验

LM-error检验

Robust LM-lag检验

Robust LM-error检验

模型选择

高梯度地区（SEM）
系数（标准误差）

0.010(0.006)
0.001(0.000)
-0.052(0.322)
0.319(0.332)
0.357(0.701)
0.469(0.534)
24.203(17.774)
-40.612(30.952)
578.699(23.557)
226.152(251.768)
0.839(1.842)
0.001(0.000)

—

—

—

24.659(5.927)

0.646
-1732.681
3495.361
3546.453
2.796
0.248***
43.796*
41.246***
SEM模型

P值
0.104
0.043*
0.292
0.034*
0.122
0.218
0.009**
0.007**

＜0.001***
0.002**
0.433
0.447
—

—

—

0.043*

中梯度地区（SLM）
系数（标准误差）

0.011(0.005)
—

0.078（0.047）
0.361(0.051)
0.491(0.115)
0.122(0.057)
13.534(11.004)
-143,233(44.959)
378.078(15.362)

—

—

0.000(0.000)
-23.067(76.377)
0.001(0.001)
5.794(7.529)
53.046(15.736)

0.717
-1464.923
2933.234
2942.786
34.123***
72.873***
5.911***
44.681
SLM模型

P值
0.045*

—

＜0.001***

0.290
0.032*
0.021*
0.001**

＜0.001***
—

—

0.187
0.528
0.324

＜0.001***
0.068

低梯度地区（SLM）
系数（标准误差）

0.013(0.000)
-

0.024(0.011)
0.339(0.021)
0.693(0.101)
0.069(0.019)
3.424(1.694)
28.376(2.203)
181.476(11.764)

—

—

0.000(0.000)
11.198(5.304)
0.001(0.000)
2.735***

12.244(7.521)

0.747
-2137.983
2635.105
2636.207
113.781***
105.567
11.321***
31.072**
SLM模型

P值
＜0.001***

0.017*
0.137

＜0.001***
0.026*
0.037*
0.631

＜0.001***
—

—

＜0.001***
0.321
0.146

＜0.001***
0.074

表5 高中低梯度地区空间回归结果统计
Tab.5 Spatial regress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gradient zones

注：*、**、***分别表示 10%、5%、0.1%水平显著

活力中心

一级活力中心

二级活力中心

三级活力中心

四级活力中心

五级活力中心

高梯度（13个）

1
10
2
0
0

中梯度（11个）

0
0
6
5
0

低梯度（15个）

0
0
1
5
9

其他（11个）

0
1
4
3
3

表4 不同梯度地区活力中心能级
Tab.4 Energy levels of vibrancy center in different gradient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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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结合表5，可以进一步归纳影响不同

梯度地区平均活力水平的建成环境要素

及其影响机制：

对于高梯度地区而言，建筑密度

（0.001）、企业POI（0.319）、土地利用混

合度 （24.203）、道路密度 （578.699）、

是否有地铁站（226.152）以及归一化植

被指数 （24.659） 与活力水平空间分布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至北京主要就业中

心的距离（-40.612）则与活力水平空间

分布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该结果与以

往针对中心城区城市活力的研究[20-21]一
致。便捷的交通系统和高密度的生活方

式极大促进了区域内人员的流动和不同

功能之间的空间联系，有利于更好地激

发城市活力[5]。高密度地区较高的绿化水

平可以为区域内居民提供更好休憩功能，

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企业的集聚和至

北京主要就业中心更近的距离有利于提

升劳动力吸引力，激发城市经济活力[21]。
对于中梯度地区而言，人口密度

（0.011）、餐饮购物POI（0.078）、居住区

POI （0.122）、 土 地 利 用 混 合 度

（13.534）、道路密度（378.078）以及基

础设施水平（5.794）与活力水平空间分

布呈显著正相关，至北京主要就业中心

距离（-143.233）呈显著负相关。对于

该区域而言，企业 POI和归一化植被指

数不再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相关性，而

居住和餐饮购物类 POI却展现出显著的

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中梯度地区建设

用地主要以居住及与居住相关的生活服

务配套为主，产业集聚能力与高梯度地

区有明显差异，因此，人口集聚能力和

服务于居民日常生活的要素对于城市活

力有正向的影响。除道路密度、土地利

用混合度外，至北京主要就业中心的距

离仍被认为是影响该区域活力的最重要

因素，表明北京主要就业中心（金融街，

CBD，中关村）的就业人口活动范围可

覆盖到中梯度地区。

对 于 低 梯 度 地 区 ， 人 口 密 度

（0.013）、公共服务设施POI（0.693）、居

住区 POI （0.069）、土地利用混合度

（3.424）、道路密度（181.476）、国民生

产总值 （0.000） 以及基础设施水平

（2.735） 与平均活力水平显著正相关，

至就业中心的距离不再具有显著的相关

性。整体而言，低梯度地区展现出与中

梯度地区相似的活力影响机制，然而随

着至中心城区的距离进一步增加，低梯

度区域的居民与北京中心城区的联系进

一步减弱，该区域活力水平主要受本地

各类生活服务设施水平及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并未发现

至城际车站和高速出入口的距离与中低

梯度的活力水平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4 结论与讨论

面向探索跨行政区城市活力空间分

布及影响机制的目标，本文以2 km×2 km
方格网作为研究单元，采用 LBS数据和

其他多源城市大数据，精确评估了北京

通勤圈活力的空间分布特征，明确了研

究区内梯度结构，并探索了不同梯度地

区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

第一，空间活力水平在跨行政区尺

度上显示出明显的城市间、城乡差异特

征，揭示了北京通勤圈内人口集聚能力

和发展水平不均衡的格局。随着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各地户籍、就业等相关政

策不断放松限制，我国人口政策表现出

对于流动人口居住从限制到促进的逐步

转变[26]。然而大城市高昂的住房和生活

成本仍促使部分居民选择了中心—边缘

的通勤模式。因此跨行政区的活力研究

能够更有效和准确地评估区域活力的空

间分布特征。

第二，基于梯度理论运用活力潮汐

足迹识别出北京通勤圈活力梯度圈层及

其划分的阈值范围，从人本角度，基于

时空行为特征识别大尺度地区的活力空

间分布特征，可为都市圈和城市群尺度

的活力研究提供参考[27]。在规划制定过

程中，应规范研究区内产业分布，推动

北京市部分产业的外移，建设更多的就

业中心，提高居民通勤需求与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的匹配度，逐步提高中低梯度

地区整体活力水平。

第三，通过各梯度城市活力机制分

析，研究发现北京通勤圈内高中低梯度

地区的活力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提升道

路密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对于各梯度区

域的活力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明

确影响不同梯度地区活力水平的主要建

成环境要素，有助于在保障性住房、“城

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等新时代建设领域的“三大工程”

建设中找到提升本地区城市活力的抓手。

本文通过识别北京通勤圈内城市活

力的不同梯度地区，为都市圈城市活力

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区域活力空间

结构优化和功能合理布局提供了精细化

的参考。后续研究可在不同梯度区内考

虑工作日/休息日的活力水平和活力稳定

性与建成环境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不同

梯度地区内城市活力的时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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